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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目标的实现实质上依赖于亚洲和太平洋

地区协调的政策和行动，这也被经常看作是全球经济增

长的发动机。在第一章已经确认的全球驱动力—尤其是

不可持续经济增长、人口增加、大量的消耗和城市化—

给区域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明确的挑战。因此，非常重要

的是政策响应的设计应该能够适应这些驱动力所带来的

压力和影响。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地区，然而

这一地区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也最快。如果全球努力想取

得成功，我们就必须在这一地区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步

伐。按照常规发展情景，到 2030 年这一地区将会占据全

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45%。但是，该地区

内部复杂多样化，其中中国是最大的排放国，而大部分

的太平洋岛国是最少的国家之一。如果全球不作为，这

一区域的人民损失最大，因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风险最

大的国家都位于该区域。对适应的关注应成为经济发展

和规划的主流，气候变化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气候防

护设施应该整合为一体，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应该得到

促进，这些均是关键的行动。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

面已经采取了重大措施，但是依然还有许多措施有待实

施，尤其是迫切需要建立低碳和具有气候恢复力的社会。

主要内容

从极度干旱的温带地区和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小岛

国到喜马拉雅雪原和茂盛的热带，水源状况分布不均，

干旱和洪水经常交替。水用户之间开展合作以平衡水的

供给和需求，以及提高水质量管理对于实现全球淡水目

标很有必要的。政策的成功实施需要建立水资源的适应

性和综合管理的规划框架，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定价

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非常重要。

 

只强调部分物种灭绝的威胁，而全球目标是显著降

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尽管在扩大保护区、保护一

些物种、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些直接驱动力和实施

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和创新融资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

努力的范围仍然不足够。按照最近通过的《获取遗传基

因的名古屋议定书》和《利用引发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

享》的说法，我们仍需要制定获取和惠益共享机制。

由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变得更富裕，它正面临着消

费的快速增长和其主要副作用—废弃物。3Rs 方法（即

减量、重新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有效实施仍是一个关键

目标，然而要取得最具成本效益的成果，采取组合政策

也许是必要的。改变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可以从一开

始就减少废弃物，这是有效政策组合的核心。

260

化学品生产及使用的适当控制、安全替代品的提供

以及适当的处理措施是关键的政策关切问题。当化学品

的使用增加而其影响又无有效的监测和深入的了解时，

就需要加强注册管理、监测、进出口以及信息共享。我

们也有必要对新型污染采取预防措施。

作为一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改善治理对于增

强问责制非常关键。将对可持续性的关注纳入所有政策

领域、增强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和改善能力均能够强化

治理。另外，适当的政府层级的权力分配、改善监测和

数据收集、获取信息和法律补救以及绿色财政政策具有

改变环境变化和不可持续发展驱动力的潜力。

加快实现已选定全球目标的政策建议仍然困难重

重。虽然在区域内取得某些成功，但是差距仍然存在。

政策响应的焦点已经从环境影响转变为通过以市场和

以信息为基础的方法解决关键驱动力。由于许多政策

的成功取决于它们的实施环境，所有要从一个国家将

通常是实践过的政策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仍然需要仔细

分析。创造必要的有利环境也许和选择合适的政策组

合同等重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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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1 选定的气候变化目标：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第三条1-3 段

缔约方应本着公平的原则，肩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运用相应的能力保护气候系统以维护人类现在和未来的

利益。相应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应该在与气候变化及其带

来的副作用做斗争方面起领导作用。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具体需求和具体环境，特

别是那些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副作用的影响的国家，而对于

那些在公约下肩负着与自身不成比例或者异常的重担的发

展中国家，都应给予充分考虑。

缔约方应该采取预防措施预测、阻止或者减小气候

变化的成因，从而减缓气候变化的副作用。当有威胁或者

严重的或不可避免的危害出现时，缺乏科学的确定性不应

该成为推迟这种措施实施的理由。而且我们也要考虑到，

用来处理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是成本效益好的以最

少的成本确保全球利益。为了实现这些，这些政策和措施

应该全面考虑不同的社会 - 经济环境，涉及所有的相关资

源、温室气体的源和汇及适应，而且还应该包含所有的经

济部门。解决气候变化的努力也许应该与相关方合作完成。

来源：UNFCCC 1992

引言

在第一章已经确认的全球驱动力—尤其是不可持

续经济增长、人口增加、大规模消费和城市化—给区域

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明确的挑战。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要

设计出政策响应，以便能最佳地适应这些驱动力带来的

压力和影响。

本章主要目标有以下几点：

●　将已选择的优先主题和目标形成文件；

●　识别已在各地区得到应用的广泛政策，以实现这

些目标；

●　根据它们的效果筛选这些选项，汇总成适于进一

步分析的最有希望的短名单；

●　将政策得以实施并对全球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的

成功案例形成文件；

●　分析这些优先政策带来的社会、环境、经济和政治

影响；

●　检验这种政策在别国复制的可能性和展望；

●　总结这些政策中的哪些和 / 或者这些政策中的哪

些合作能够得到实施，以加快全球目标实现的步

伐。

本章最后整合了针对各主题领域的组合政策包的

效益和局限性、分析了所选政策得以繁荣所需要创建的

环境并为该区域的决策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总结。

政策评价

GEO-5 的第一部分描述了许多环境问题和挑战的

状态和趋势，区域磋商选择了符合整体特征的 5 个主

题。2010 年 9 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一次区域磋商会

议上选定这 5 个优先主题和与亚太地区相关的全球目

标。通常是选择最宽泛的目标以便考虑其他目标涵盖的

所有问题。这意味着未选择量化目标，因为量化目标使

得政策选择的任何量化评估都更困难。这些主题对于

该地区的所有国家而言都是相关的，但是具体的国家也

许应该优先考虑其他的环境挑战。关于已选主题的政策

响应为具体国家如何解决挑战提供了见解。

优先主题

气候变化

该地区大部分国家优先要做的事情是怎样在最脆

弱的社区里建立应对由过去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

候变化影响的恢复力。由于海平面上升，部分低洼的太

平洋岛屿国家有可能会整部消失（Nicholls 等 2011；

Nunn 2009; Barnett 和 Adger2003），极端天气情况

也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海洋栖息地例如珊瑚礁和红树

林将会受到温度上升和海洋酸化的威胁。

照常规情景下去，据估计到 2030 年该地区将产

生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CO2）排放的近 45%

（IEA2010），到 2100 年占全 球 CO2 排 放 的 60% 以

上 (Masui 等 2011)。这一地区内情况极其复杂，其中中

国是最大的排放国，而大部分的太平洋岛国是最少的排

放国。从 2005 年到 2030 年，全球范围内由交通产生

的排放量预期将会增加 57%，其中，中国和印度将会占

据这一数字的一半（Leather 等 2009）。尽管如此，在

减缓方面有令人感到鼓舞的迹象。至少这一地区的 10

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最重要的大米谷仓。但是作为一个低洼的沿海国家，越南极易遭受洪水的袭击。Bartosz Hadyniak/iStock 

与本公约其他条款一样，本《公约》的目的是保护生

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公平公正地共享遗传

资源的使用带来的惠益，包括通过合适的途径获取遗传

资源和相关技术的合适转化，考虑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利、

技术和适当的融资。

                                           

   来源：CBD1992

专栏10.2 选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生物多样性
公约 第 1条

专栏 10.3 选定的淡水目标：《约翰内斯堡行
动计划》第 26c 段

我们需要提高水资源的有效使用，在相互竞争利用

中以将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和平衡保护或恢复生态系统及

其功能的方式改善它们的分配，特别是在脆弱的环境中，

在人类家庭、工业和农业的需求中，包括维护饮用水的

质量。

来源：WSSD2002

个国家已经自愿保证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其中，印度

尼西亚承诺 2020 年将比常规情景减少 26% 的二氧化

碳排放（DNPI 2010），中国也承诺到 2020 年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GDP）的 CO2 与 2005 年的水平相比减少

40—45%（Lommen 2011）。通过减少毁林缓解 CO2

排放，同时改善土地利用管理，在全球来看是最有潜力

实现的（ADB 2009a）。亚太地区能够为减缓气候变化

的全球努力做出重大贡献。但是，获得气候资金使得这

些贡献成为可能对于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

个主要关心的问题。

虽然区域磋商选择了 UNFCCC 的第三条款， GEO

高级别政府间顾问组选择的其他三个目标（UNFCCC 

第 2 条 , 巴厘行动方案和德里宣言）也被考虑进去。因

为适应、减缓、能力建设和融资需求在政策措施中被看

做是综合的一揽子。

生物多样性

由于持续的栖息地破碎、退化和丧失、资源的过度

开发、外来物种入侵、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污染和气候

变化导致的大量物种灭绝日益迫近的威胁，在亚太地区

是优先关注的环境问题（专栏 10.2）。全球生物多样性

展望 3 总结到 2010 年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目标还

没有实现（CBD 2010）。现在体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的 2011-2020 年的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提供了总体框架。

还需要建立其与《约翰内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JPOI) 第 44 段 和它的条款 (WSSD 2002) 的联系。

淡水

正如第一部分概述的那样，在水行业中，地区面临

的主要环境优先重点是水资源的量和质（专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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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0.5 选定的治理目标：《约翰内斯堡行
动计划》第 5段

相应地，我们采取一种集体责任来提高和加强互相

依赖、互相促进的可持续发展的支柱—经济发展，社会发

展和环境保护—在当地、国家和全球范围内进行。

 来源：WSSD2002

专栏10.4 选定的化学品和废弃物目标：《约翰
内斯堡行动计划》第 22 段和 23 段

在政府当局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下，我们需要

预防垃圾的产生并将垃圾减量化，做到再利用最大化和环

保替代材料的循环使用，以便减小垃圾带给环境的副作用，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其

他方面的支持。

正如 21 世纪议程上提出的那样，我们需要重申对化

学物品全寿命周期健全管理的承诺，为了可持续发展和保

护人类健康和环境，我们也要重申对有害废气物的健全管

理。尤其要注意的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到 2020 年以

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的主要不利影响最小化的方式使

用和生产化学品；考虑到审慎的原则，需要采用透明的以

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价程序和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管理

程序，这点在《里约环境发展宣言》原则 15 已有陈述；同

时，也要通过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帮助帮助它们

提高健全的化学物品和有害废气物管理的能力。

 来源：WSSD2002

在柬埔寨，人们用摩托车和人力车焊接在一起以运输纸，这种纸卖

掉后可回收利用。©Laurent/ iStock

气候变化、获取安全的饮用水和跨境问题。所有这些关

键挑战在选定的目标中都得到体现。

区域磋商也注意到《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第 25d

段和第 7a 段应该包括在评估之中，同时也需要采取创

新的方法将其他主题联系在一起。

化学品及废弃物

化学品和废弃物这一主题中包含了一系列相互关

联的问题，包括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有害废弃物、电

子废弃物、越境转移、产品再利用、材料回收再用和城

市垃圾管理。在区域磋商中，JPOI 第 23 段选来用作这

一主题的总体目标，尽管 JPOI 第 22 段也同样被认为

与这一主题相关（专栏 10.4）。

选定目标是建立在生命周期思路基础上的。因此，

有效政策的起点是采用需求管理和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使废弃物的产生和有害化学品的使用量最小化。从

政治角度而言，该地区对需要将废弃物减量化和提高

资源效率放在首要位置的认识与其政策实施不相匹配

（APO2007）。对于资源和有害物质不断增加的使用，

人们并没有用尽多大的努力去加以解决，而最终成为废

弃物和污染物（UNEP2011; Shekdar2009）。

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通过制度、法律、规范和进程为集体决

策 发 挥作用（Young1992），而且该地区拥有广泛多

样化的系统和机制。但是，许多仍然是“集中化、以专

家为驱动力的、各自为政的和呆板的”（ESCAP/ADB/

UNEP2012）。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许多环境法、法规、

行动计划和项目没有得到充分的实施”，因此需要取得

更大的进步以便在当地、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实现良好治

理（JPOI 第 5 段）。

政策筛选

正如在 GEO-5 的引言中介绍的那样，政策分析框

架的第一步就是要本着能够加速选定目标实现的原则

起草政策选项的一个长列表，然后确认一些优先政策

或者集群政策，以便进一步的分析。

气候变化

●　清洁能源：推广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碳捕捉和封存

●　能源效率：减少能源需求—能源效率、交通系统

●　技术：推广技术转移和扩张

●　金融政策：启用经济手段和创新融资—碳税、排放交易、取消能源补贴、上网电价、REDDD+（联合国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量）

●　适应性：将气候变化适应整合到政策和策略开发和灾害管理中

●　用于碳封存的土地管理：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量，农业低耕作

生物多样性

●　生物多样性保护：增加栖息地管理，包括提高受保护地区管理的有效性；使土地使用变化的破坏性最小化，特别是毁林

●　有针对性的物种保护：开展物种保护和入侵物种管理

●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在国家层面上通过区域合作提高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控制

●　社区管理：鼓励以社区为基础的湿地、森林和沿海地区（保护珊瑚礁和红树林）的管理

●　创新型融资机制：为了生物多样性管理，使用创新型融资机制，例如生态服务付费和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量，

●　资源获取和惠益共享：在《名古屋议定书》的指导下资源获取和惠益共享机制

淡水

●　框架：使用适应和综合的水资源管理计划

●　水分配和合作：促进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为了更好的水资源分配

●　人类基本需求：鼓励雨水收集 / 暴风雨水管理，为增加和改善的水储备支持农场水坝建筑和改造

●　水资源使用效率：推广工业和家庭生活废水处理；使用经济手段和方法提高水利用效率

●　水环境：加强水质立法和实施以确保水质；将生态系统方法 / 环境水流概念包含到水资源管理中

化学品和废弃物

●　框架：采纳政策框架，避免浪费和减少有害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

●　收集系统和处理设施：建立系统和产品再利用和材料循环使用的基础实施，刺激可循环材料市场，包括工业副产品和消费后的垃圾；在国家层面或者是

次区域层面建立不可循环使用的有害废弃物和化学品的安全处置设施；要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需要和具体环境；

●　国际合作：加强国际合作，包括技术转让和金融支持，以及信息共享和政策转化；将强对不适当的化学品和废弃物进出口的控制

环境治理

●　政策整合和主流化：确保政策的整合和连贯性，消除政策冲突；能力建设

●　加强激励结构：绿化财政政策与创新型的融资机制相匹配

●　问责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权力下放、将环境管理下放到最低实践层次；多方利益相关者对所有规划决策进行投入

●　合规和执法：建立环境司法机关；与腐败和不公平的权力关系作斗争；把环境标准建立在最佳可用技术的基础上

表10.1 用以分析的选定政策

在一些情况下，长列表的政策选项集群成政策组，

在筛选之前它们具有共同的目的，方便评估和确认大部

分的政策的实施是相互补充的一揽子政策的一部分，而

不是单独执行。虽然我们考虑的政策也许在某些特定的

环境中做出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仍然坚信如果在该地区

的所有国家（考虑国家的具体情况）一贯实施，表 10.1

的优先政策就能够加速选定目标的实现。在这里，优先

意味着政策或者集群政策是为更具体的政策分析而选，

而不是给某个具体的国家或次区域更高的优先权。

政策分析

表 10.1 的优先政策受到它们环境、社会和经济利

益和局限的进一步分析的影响，这些优先政策也借鉴了

文献和专家的经验和 18 个政策实施的案例调查，这里

只总结了有限的一些案例。优先政策包括了对局限性的

分析，这是因为即使是成功的政策也可能会产生副作用

或者意料之外的结果，而这都需要我们在实施政策的过

程中加以理解和处理，因为这些也许会阻碍在其它地方

的复制。为了显示政策包是如何在协调一致的步伐中得

到引进，一系列的图显示了如下内容（图 10.1-10.5）：

●　可能的时间框架：短期，1-5 年；中期：6-15 年；

长期：16 年及以上；

●　针对产生问题的短期原因的直接政策措施，涉

及通过解决相关问题以实现选定目标的间接

政策措施。

气候变化

选定目标中气候变化的关键要素（专栏 10.1）是采

用预防方法以预测、预防或者最小化气候变化的原因，

并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图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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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选定的气候变化政策

清洁能源的政策集群包括对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要

求、潜在的二氧化碳捕获或封存，而如果技术一旦得以

证实，就可以容纳下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源—到 2020

年 全 球 每 年 120 亿 吨 的 CO2（McKinsey Company 

2009）。这个集群也有重要的协同效益，比如提高空

气质量和健康改善，避免采矿和矿物燃料的勘探带来

的环境破坏，提高能源安全并提供新的绿色就业机会

（Hughes 2011; Renner 2008）, 也有可能给家庭和

商业界提供机会，使其能生产它们自己所需要的能源，

并将多余的能源提供给电网（Palit 和 Chaurey 2011; 

USEPA 2010）。潜在的局限要素包括与气候无关的负

面环境影响，例如稀土金属采掘带来的环境影响；生物

燃料和粮食生产间的直接竞争以及这种竞争带给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终端用户成本上升；未被证实的技术例

如碳捕获和碳封存，以及给传统的矿物燃料能源的生

产中的商业和雇佣者造成的影响。

能源效率政策集旨在通过在建筑物、交通和农

业中有针对性的提高效率以减少能源需要为目的，即

到 2030 年全球每年减排 140 亿吨的 CO2（McKinsey 

and ompany2009）。其首要效益就是减少运营和旅行

费用，更加洁净的空气带来了健康效益，公共交通系统

的改进减少交通堵塞，免耕法和其它能源节约型的农

业实践对环境产生更小的影响。其局限性包括高昂的初

始成本（用于建筑物改造、公共交通系统的引进和扩张），

因建设地面公共交通系统人口被迫迁移的高昂安置费

用，以及缺少支撑拥有私家车的城市家庭的公共交通

系统。另外，能源效率的改进例如混合动力汽车，虽然

能满足需要，但也这只是暂时的或者局部性的，因为效

率提高带来的效益会被能源使用量普遍增加的回弹效

应所抵消（UNEP2011;Timilsina 和 Shrestha 2009）。

公众认识不足和不完整的能源效率市场也是阻碍了市

场渗透率的扩大（IEA 2007）。

技术政策集群包括促进技术转让和推广的政策，

比如技术转让协议；免除知识产权或者收购知识产权

以及开展国内研究，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实现应对气候变

化的预防方法。这项政策集群允许发展中国家跳过发

展阶段，避免发达国家的碳集约型轨迹。它将会提高人

类福祉，通过避免锁定在化石燃料上的集约型方法帮助

国家编制预算，同时提高国家研究和发展的能力建设。

作为一项政治战略，这样的方法受限较少。尽管有些知

专栏10.6 亚太地区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好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取消化石燃料补贴。例如，当中

国从一个大部分能源自给自足的国家转变为能源主要进

口国时，试图让国内能源价格更加与全球市场接轨。2007

年，中国取消了煤炭的价格控制，现在煤炭价格是通过煤

炭生产商和电力公司协商决定。目前，原油价格和成品油

价格与国际水平持平。2010 年，陆上天然气基准价格随

着天然气传输费用的提高上升了 25%。能源密集型产业的

优惠税收已被取消，并且为居民用电引进了三级电价机制。

2010 年，印度宣布汽油价格由市场决定。印度随即

宣布了柴油、液化石油气 ( 简称 LPG) 和煤油的价格上涨。

2010 年的天然气价格改革允许国有生产商以市场价格而

不是规定价格出售新气田的天然气，因此天然气的价格比

原价格上涨了 2 倍之多。在煤炭行业，价格改革希望将国

内价格与进口价格持平，允许不同质量的煤炭价格也不同，

但是这会使电价上涨。

作为一项贫困扶持政策，印度尼西亚一直采用补贴

能源价格，其中 19% 的国家预算用于能源补贴。补贴越

来越多地针对特定群体，而且补贴燃料的范围已经缩减。

2010 年，印度尼西亚宣称计划到 2014 年取消能源补贴；

为了支持液化石油气，它将逐步淘汰煤油的使用，并且将

补贴燃料局限在摩托车、公共交通工具和老旧车辆的使用

上；电价上升了 10%。2010 年，马拉西亚宣布减少汽油、

柴油和液化石油气的补贴，而巴基斯坦则计划逐步淘汰电

力补贴，而且已经将价格提高了 20%。

这些政策要实现的预期目标是：

●　减轻国家预算的负担；

●　防止使用公共资金支持最富有且最大的能源消

费者；

●　确保替代能源资源也同样对消费者具有吸引力；

●　减少环境破坏和化石燃料的过度利用所导致的

气候变化。
来源：IEA/OECD/World Bank 2010

该地区许多国家正在制定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适应策略，用以提高

应对气候变化和气候多变（包括极端事件）的适应能力和恢复力。

©GYINSEA/ iStock

识产权持有人可能为了保持其全球竞争力而抵抗不放

弃其知识产权，但也有可能在迫于压力以低于市场价值

的价格交出其所有权。确实，某项研究宣称更强的知识

产权能够提高国际技术转让（Branstetter 等 2006）。

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人力和金融资本、合适的

制度环境方面没有足够的能力采用这种技术，那么从发

达国家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也许是无效的（Tan 和

Zhang2010）。

金融政策集群包括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京都议定

书清洁能源发展机制》、联合履约机制和适应基金、修

改后的税收（比如上网电价、碳排放税和航空税）、或者

取消促进化石燃料使用的补贴（专栏 10.6）并取消鼓励

不适当利用土地和森林丧失的金融激励机制。征收碳税

也许能够使政府减少其它税种或者产生额外的收入来

源，用以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投入。专项融资为私营部门

扩大对低碳技术的投资提供了激励机制。通过税收来

惩罚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企业为新兴技术提供了公平

的竞争场地。潜在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实现低碳目标，而

是中介机构从碳市场获益。全球计划比如清洁发展机

制越来越显得官僚和繁琐，且只有很少国家能够从中获

利（de Lopez 等 2009）。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升可能

会增加社会影响，尤其是对贫困人口的影响，除非这些

可以被生命线支持或退税措施所抵消。在采纳这些金

融措施之前，必须对这些分配方面的影响进行认真分析。

适应政策集群不但预测了因温室气体历史排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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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7 马尔代夫的适应政策

尽管马尔代夫对温室气体排放贡献是最小的，但这些

小岛国最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当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和

风暴严重程度和频率的增加时尤其如此。例如，一半以上

的定居点和大部分的关键基础设施都在马尔代夫海岸 100

米以内。预测宣称到 2100 年这个国家的 85% 将会低于海

平面（Khan 等 2002），这引发了严重的关切。在意识到这

个威胁之后，马尔代夫已经成为第一个宣称计划到 2019 年

实现碳中和的国家（UNEP 2009a），而且马尔代夫还将气

候变化视为国家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作为回应，第七个全国发展计划采纳了一项政策，该

政策确认了 10 个更加安全的岛屿，作为将来因气候变化使

流离失所的人们避难的场所。这项政策包括高成本的基础

设施，包括海堤和海水淡化工厂，甚至还包括一些人工岛屿，

如马累的 Hulhumale。在马尔代夫项目中“将气候保护风

险纳入具恢复力岛屿规划”的指导下，该国政府还采纳了一

项种更为软性的政策措施 (GEF 2009)，其中涉及与自然一

起增强恢复力，包括沿海植树造林、补充自然山脊、气候防

排水、珊瑚礁宣传、红树林种植和人工育滩。每个岛屿的社

区都有义务选择最适合该岛屿的措施。

布纳肯国家公园是印度尼西亚当地人自己管理的海洋区，这里的旅

游收入为减少当地人贫困做出了贡献。 ©Piero Malaer/iStock 

平植入气候系统所造成的可能影响，而且确保社区能够

适应不可避免的变化（专栏 10.7）。促进适应的政策包

括用于未来气候或气候防护的强制性基础设施设计；

在规划和分区方案中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适应；在农

业、森林业和渔业方面建立气候恢复力机制；整合气候

变化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的机制（Srivastava 2011；

Mimura 等 2007）。这些政策有一系列的协同效应，比

如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休闲机会、管理自然资源利用

（ADB 2010）。主要的效益是减少由极端风暴事件和

干旱导致的死亡或受伤发病率；减少未来经济和社会

成本；为建筑部门带来额外的经济机遇；在安全区域物

业价值上升；受影响社区的安全和恢复力的增强。其局

限性包括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相关的环境成本，比如更

高的防洪堤坝；若社区或者基础设施需要从脆弱区搬迁

导致的社会成本；用于气候防护的投入成本；还可能包

括给受影响的财产和公私的补偿成本；用于改造老旧

和新型基础设施的转移资金，即政治成本。

关于碳封存的土地管理政策集群旨在减少不可持

续的土地利用实践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森林丧失、

收获农作物后的生物降解、泥炭火灾和腐烂的泥炭土壤，

这些就占据了全球排放量的 15-20%（van der Werf

等 2009；IPPC 2007;WRI 2005）。在 东 南亚，由于不

恰当的土地利用和森林丧失带来的排放在次区域的排

放总量中可能占了 75% 居多，而大部分是来自于印度

尼西亚的森林丧失（ADB 2010）。到 2050 年，将森林

毁林速度减半并将这一水平维持到 2100 年将大气中

CO2 稳定在 450ppm 水平所必需的总减排量的 12%

（FAO2010;Gullion 等 2007）。沿海湿地和海洋生态

系统的保护也同样能够减缓排放（Crooks 等 2011）。

主要效益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和供应，比如生物

多样性、水供应和水质；维护本土文化实践；土壤保护；

提高当地人民生计。局限性包括与其他发展目标可能存

在的冲突；保护区管理者施加的限制条件对当地经济愿

望带来的冲击；以及更高代价的土地管理实践。

生物多样性

选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

个要素、其组成部分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公平分享遗传资

源利用带来的惠益（专栏 10.2）。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集群识别了具有极高但受

威胁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区域，将保护区连接成为一个

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长廊，促进了保护区的创建，这些保

护区将陆地与海洋连接在一起。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3 

(CBD 2010) 报道称，陆地和海洋保护区的创建过程中

专栏10.8 太平洋岛屿：当地管理的海洋区域

与当前栖息地遭破坏的趋势不同的是，在南太平洋出

现了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沿海资源管理的明显案例。在过

去的十年，有 1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置于以社区为基础的

沿海资源管理之下，这在当地被称作当地海洋管理区域。

该倡议包括 15 个太平洋岛国的 500 个社区，并且已经帮助

实现广泛的生计和保护目标。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传统知

识、惯常的土地权和治理以及结合当地人对采取行动的必

要性和可能的效益基础上，可能的效益包括自然资源恢复、

食品安全获得改善、治理和健康获得改善。在斐济，自从

1997 年以来实施本地海洋管理区域的结果是在禁渔地区

蛤蜊密度已经增加了 20 倍。在邻近地区，捕获量平均增加

了 200-300%，是捕鱼量的三倍，在家庭收入中增加了 35-

45%。这样的政策具有在社会 - 文化环境合适的地区被广

泛复制的潜力。

资料来源：Govan 等 2008

图10.2 选定的生物多样性政策

最显著的进步也许可归因于明确的政策，亚太地区的许

多国家都利用法律来建立保护区。（CBD2010）。用于

保护区的现存政策也许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们仍然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比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拉姆萨湿地公约》、《世

界遗产公约》及新的资助机制通常促进了保护区的建立

和效益的提高。从创造收入到保护政策授权的转变，已

经有效地减少了相关土地非法转为它用。

挑战依然是确保保护区为生态代表网络的一部分，

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洋。同时为受威胁和特有物种提

供有效的保护（ACB 2010）。亚太许多保护区在它们内

部或者周边都有社区。对于它们而言，正式认可自然保

护、传统生活和传统保护都是很有必要的。对当地土著

和社区保护区的正式认可将增加合法保护区的生态覆

盖（专栏 10.8），同时也支持社区保护遗产的权利。潜

在的局限性包括与发展目标的竞争、测量在开发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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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孟加拉虎估计在 3 000 到 3 900 只之间，大部分种群以小群形

式生活，相互隔绝。 © Nel McClimon/iStock

保护的真实价值的困难（而这些开发活动产生了更短时

间内的经济收益）以及有效地执行保护法的制度和个人

能力。

这一政策集群还包括跨界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长

廊的区域合作方案。跨境合作促进了国家机构间的合

作，使多个国家受益，正如许多例子论证的那样。这些

例子包括涉及跨境对生物多样性高的保护区进行保护，

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印度和尼泊尔提莱弧状景观、苏

禄 - 苏拉威西海洋地区和珊瑚三角。这一合作带来的效

益是国家层面付出更多的努力，能力得以跨国转移，以

及涉及不同国界利益相关者付出了双重保护努力。主要

的挑战是可持续性，参与机构的能力参差不齐以及一旦

涉及主权问题，合作的性质就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

目标物种保护政策集群旨在保护老虎、大象、熊猫、

中南大羚和其它具有生物、经济、精神和文化重要性的

物种。中南大羚是 1994 年在越南和老挝发现的极稀有

的羚羊（Schaller 和 Vrba1996）。具有生物、经济、精

神和文化重要性的物种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CITES) 覆盖的物种。这些政策保护物种免

被捕捉和猎杀、当作宠物及以医药和食品的目的交易，

同时提高了被囚禁时它们的福祉，例如在野生动物公园

或动物园。这些政策不但保护了有价值的物种，同时也

帮助推广更广泛的保护信息，即我们需要保护物种及其

栖息地。魅力十足的物种在政治援助方面成为聚焦点，

促进了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也为更广泛的制度支持提

供了有利资源。主要的局限是人们也许更关注个别物种，

在它们的栖息地从其他物种身上吸引走了注意力。

特别是在具有极高特有现象的岛屿生态系统中，外

来入侵物种对物种保护而言是一个主要的威胁。除了国

家检疫和区域网络如亚洲 - 太平洋森林入侵物种网络，

控制机制依然有限。但是，本区域也有消灭外来入侵物

种的成功案例（GISP 2009）。

在 CITES 的基础上，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政策集群

试图取消野生动物交易，包括加强边界控制和培训能够

识别濒危物种的海关官员，通过示范以提高人们的意识

并宣传周边成功的实施案例（ASEAN-WEN 2009）。益

处包括自然资产保护、拯救濒临灭绝物种。也有许多协

同效应，包括完善法律和通用规则（因为野生动物犯罪

经常与其它犯罪活动相结合），在国家境内野生动物保

护方面，要改进治理结构和更好的响应机制。主要限制

包括在执法方面进行巨大的投入，还可能要剥夺当地社

区获取非木材林产品的惯常权利，也可能会产生社会冲

突，比如丛林肉是已被大家接受的社会规范，而且也是

蛋白质的重要来源（van Vliet2011）。

社区管理政策集群包括协同管理、对传统拥有者

的管理、财产使用权利的认可、制定多种可持续森林和

渔业管理方案的政策。效益包括更好的管理成果、扩大

生计机会、收入多样化、减贫、国家和公民间紧张关系

减少、更好的治理和制度改革（专栏 10.8）。现在的限

制包括精英分子占据有经济利益、社区间的排斥和冲突、

长期投资和能力建设的需求。

创新融资机制的政策集群给社区继续从事保护提

供了激励机制，将它们的参与制度化。像生态系统服务

付费一样，在绿色增长模式中，国家对创新融资机制进

专栏10.9 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在中国和越南实施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中国：将生态补偿作为主要原则的国家环境政策框架

旨在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区域间更均衡的增长。

中国已经实施了许多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计划。

例如，自从 1999 年以来，中国用于退耕还林还草的支出已

经超过了 150 亿美元。这个项目使得土地不再用于农业，

900 万多公顷的坡耕地用来植树或种草。在这些过程中，

农民都会得到报酬。同样，中国已经为森林生态系统补偿基

金投入了近 20 亿美元，并且给家庭、社区和当地政府支付

费用以保护关键的森林地区，目前这片区域已经覆盖了近

4400 万公顷。这些计划的成功已经在政府内开启了关于如

何进一步提高的良性争论，也为探索和开发其他基于市场

的手段和创新方法提供了动力，用以解决如何平衡与环境

相关的增长的国家层面问题。最近，政府呼吁实行关键自

然资源的排污费改革，以提高资源税和矿物资源使用费用，

这将扩展生态补偿机制的范围。这些政策经验有助于起草

生态补偿机制框架国家法律。

越南：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援助使团的资助下，亚

洲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已经成功在林同省实施了关于森林

环境服务付费的示范项目。该项目已经使得 4 万农村贫困

人群的生活得到改善，也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通报

了涉及这些计划的国家法令的设计和后续问题。该法令创

建了法律框架整合林同省和山罗省两个实验地区的生态系

统服务。该政策促进了森林管理付费，同时也提高了提供管

理服务的社区的收入。

森林服务的买家是电力和供水设施公司，他们为水管

制和土壤保护付费，而旅游运营商为景观舒适性付费。林同

省实验区包括的吉仙国家公园和努伊巴国家公园高优先保

护区，同时也连接了东奈河流域保护景观。到 2012 年 12 月，

用于保护 21 万公顷的森林的 400 多万美元费用已支付给

22 个森林管理委员会、林业企业和 9870 个主要少数民族

家庭，平均每户每年收到 540-615 美元。由该方案支持的

森林保护巡逻致使在一个有优先保护的分水岭地区，非法

采伐和野生动物狩猎案件减少了一半。这种方法在越南全

境的复制将会对激励森林栖息地保留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产生重要作用，当生态系统服务买家的数量增加时尤其

如此—例如通过碳抵消来对碳汇进行投入。

来源： (China) Zhang et al. 2010; SDPC 2000; (Viet Nam) 

Winrock International 2011

行测试正在增长（专栏 10.9）。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

导致的排放量（REDD+）这类以自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可避免变更土地的用途，从而提供了实现社会和生物多

样性协同效益的可能，土地用途的变更是热带地区生物

多样性损失的主要驱动力（第一章）。将保护的经济手

段主流化的挑战仍然与以下因素有关：严重的资源退化、

日益增加的压力、制定支持性的政策和法律体系、制度

机制和社区的公平和权利。

关于遗传资源的公平获取的惠益共享政策集群

包括认可本地生态系统管理权利、知识产权保护和防

止生物剽窃的法规。该政策集群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惠

益共享的 CBD 协商结果，特别是波恩指导原则（CBD 

2002）和后续的国际制度。《获得遗传资源的名古屋议

定书》 和《基于利用率的公平公正的利益共享》（CBD 

2011）将会对正在付诸实践的工作予以指导以制定国

家和区域协议。关于生物和遗传资源获取的东南亚国

家联盟（ASEAN）协议草案结合了孟加拉国、柬埔寨、

蒙古、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遗传资源、惠益共享、传统

知识获取的草案政策和法律。这将会实施提供额外的

鼓励措施。

这些政策主要的效益包括为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原著

社区提供了额外的激励机制，用来维持全方位的生物多

样性、获取来自投资者的合理和公平的回报，从将当地知

识和管理资本化的方式中获得收益，这也给政府提供了

一种保护国家遗产的方法。主要的限制因素在于识别社

区将传统知识付诸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以及如何验

证有效的奖励机制以及克服自愿研究潜在的约束因素。

淡水

亚 太 地区的全球淡水目标旨在 完善水分配、保

护水资源数量和质量及保护生态系统（专栏 10.3；图

10.3）。通过系统性的推广和将水资源综合管理作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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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选定的淡水政策

策规划框架应用可得以实现。

水资源综合管理这一概念已经存在了近 30 年，而

且许多国家试图为之创建制度框架。但是在实践中，该

地区只有少数国家为了它的实施建设了必要的法律和

制度能力（UNESCO - WWAP 2006）。在许多国家，

制度改革已经包括设立顶层水域和河流域组织，以执

行这种综合方法。但是，水资源仍然主要通过部门方法

予以管理， 这种政策由机构负责制决定，而不进行跨

部门协调的形式，时常导致紧张关系的显现（Moll 和

Hoanh 2009;Bandaragoda 2006）。综合管理可以综

合并平衡人类需求与保护及生态系统的恢复的关系，从

而为水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做出贡献，这也使得该地区有

能力处理复杂的不可预料的挑战，例如未来气候变化

的影响，这些与极端事件包括干旱和热带台风的类型改

变有关（第 4 章）。

水分配和合作的政策集群旨在实现具有潜在竞争

性的水资源用途之间可接受的平衡，涉及冲突管理和合

作能力的提高。典型的政策可能包括指定当地社区执

行水资源管理，建立水资源用户协会和河流域组织，明

确管理潜在冲突的授权，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起草江河流

域开发规划，或者设立冲突调停专家组。在江河流域方

面建立的合作机构已经帮助缓解中亚的与水有关的潜

在 冲突（Abdullaev 和 Atabaeva 2011）。例 如，在中

亚的费尔干纳山谷，其将水资源用户包含在运河水资源

管理系统中，这也提高了透明度和更公平的水资源分配

（Abdullaev 等 2009a,2009b;Dukhovny 等 2008）。

在澳大利亚，墨累达令协议及其执行机构是流域层次

机构设置的另一例子，这得到了其它国家的效仿。

印度首创了安得拉邦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式灌溉

管理，展现了水资源用户协会在领导这种规划过程中

的重要性（Gupta 2010;Narain 2003;Ballabh 2002；

Mollinga 2001;Parthasarathy 2000;Shashidharan 

2000）。尽管这种政策不算真正的成功，但是创造了用

户协会国家级联合结构，紧随其后的是地区和农民层次

的组织结构，它们赋有明确的规定、透明的系统和以人

为中心的决策。这些政策在当地范围促进了群体成员创

造收入并采纳流域管理的方法，从而为财政能力的提

升做出了贡献。局限性在于要从一个实验项目的层次进

行推广存在困难。因为这些困难来自于从现状中获益的

在干旱国家，灌溉是主要的水消费形式。在中亚，它

巩固了经济发展、就业和食品安全，而水库在这一切成为

可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 1950 年到 1990 年，

该地区陆续修建了 250 多个大型水库，总容量超过 163

立方千米，但是许多现在已经淤塞了。为了提高能力，乌兹

别克斯坦的一个国家机构制定了政策选择以研究现存的

水库，并对其清淤。迄今为止，这已经节约了 25 万美元，

水库容量增加到了 10%。农业和水资源部现在已经将这

项政策作为标准程序予以采用。

来源：Rakhmatullaev 等 2010; White 2010; Vorosmarty 等 
2003; Yang 2003; WCD 2000; Mahmood 1987

专栏10.10 乌兹别克斯坦：提高中亚现有水库
的能力

日本东京历史上的岩渊闸门，该闸门对于生活在日本两条快速流动且易受洪水侵袭的河流旁边的社区而言仍是很重要的。©Juergen Sack

人群的抵制、长期缺水和一旦外部项目资金终止，制度

安排将不可持续。

人类基本需求的政策集群与满足水需求相关，而

且这种政策集群是以提高或者增加储水量为导向的。

政策包括存储城市雨水径流规划指南用于公共公园浇

水或者街道清洁，或者需要一定尺寸的建筑物用来储藏

屋顶收集的水。雨水收集早就包括在斯里兰卡（斯里兰

卡政府 2007）、澳大利亚（Meinzen 2009）和印度的

许多州（Rainwater Harvesting Organization 2011）

等的国家政策和当地政策中。通过使用新技术支持修

建农田水坝和翻新现存的大坝来提取更大的水量，这些

政策选择是可行的（专栏 10.10）。为了防洪、水力发电

和灌溉，国家关于建设大型水储存设施政策可能马上

带来效益，但常会引起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关注（WCD 

2000）。该水利用效率政策集群尤其是促进了经济手段

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包括基于用水类别和数量的阶梯价

格、排污收费、水和卫生联合收费。经济手段的效益包

括用户的行为变化带来的水资源节约，社会措施的收入

增加、以及提供并维护水的供给。柬埔寨和菲律宾的经

验表明主要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改善安全饮用水的供给

是可行的（IFAD 2011;ADB 2009c）。主要的局限性在

于把水资源作为一种标价服务而非免费产品的困难，管

理成本上升，给一些用户带来潜在的成本负担，人们转

而使用未标价的水资源比如地表水，政治家不欢迎这种

方法，因为政治家不愿意增加新的收费，并拖延其有效

的制度化。减少未标价水的利用是提高用水效率的一种

方法，但是这需要投入和培养员工能力（Frauendorfer

和 Liemberger 2010）。马尼拉和金边水供给部门已经

通过提高管理显著地减少了未标价水资源的使用（ADB 

2009c）。

水环境政策集群包括通过确保定期监测和汇报加

强立法和实施水质量管理，在污染费用中采纳污染者付

费原则，并结合总量控制系统确定不同类别废水的处理

级别。工业和生活废水处理的推广同样对提高水质做出

了贡献。诸如水质指数这样的公共传播战略也应作为一

种吸引公众关注水质变化的方法予以考虑。主要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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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11 黄河，中国：通过配额和定价改革平衡环境和人类需求

在中国，许多省份共同分享中国北部的黄河。1972 年，

黄河的部分支流已经不能汇入海洋，1987 年以后，河流连

续发生断流。1997 年，每年的断流频率达到了最高值 - 226

天。河水流量的严重减少损害了江河流域的生态系统健康，

也影响了黄河给社会提供的服务。

1998 年，前身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和水利部制定了年度水资源配额、河流分配方案

以及《黄河流域省份内的水资源分配实施规划》。这些管理

政策在水文、泥沙输送和其它生态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了总

取水量，并且确立了每年各省的取水量，包括季节性的分配

计划，其中雨季取水量比旱季取水量大。

1999 年 3 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个取用水配

额指令，并且开始实施了适用于整个黄河流域的取水控制计

划。2006 年，这项政策从黄河主流扩展到其支流。同年，在

经济措施（如水定价和资源收费）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布了《取

用水和水资源收费规则》，标志着水资源管理政策的新篇章。

许多省份出现了不同行业内的水用户权利交易。

这些政策的执行已经确保了到 2000 年未间断的河流

流向了大海，提高了整个河流流域的水资源和生态健康状况。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也得到极大的提高。稀有

物种重新出现，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鸟类数量

已经从 2000 年的 187 种增加到 2006 年的 283 种。在贝

壳湿地系统自然保护区，稀有濒危植物和动物物种的数量

比前 5 年增加了 2 倍。

来源：Wang and Zhang 2010; UNEP 2008b; State 

Council 2006a, 2006b; NDRC 1998a, 1998b

由于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南川现在是中国受污染最严重的河

流之一。©Sinopictures 

是可以获得充足且质量理想的水量，因此能够扭转目前

的发展趋势。水质改善降低了健康风险，有助于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之一。其给工业和供水部门带来的效益是

降低了水处理成本。局限性包括高昂的废水处理成本和

难于说服污染者、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资源实施必要的控

制措施。因此，需要坚决实现污染者付费原则和命令—

控制型法规。确保环境流量需要做出更高层次的政治

承诺，这对水体卫生也是很重要的（专栏 10.11）。

化学品和废弃物

全球有关化学品和废弃物的目标集中在生命周

期的分析、透明度和参与式方法的风险评价之上，以

将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风险减至最低（专栏 10.4；图

10.4）。

亚太地区正面临着快速增长的挑战，包括废弃物

和化学品管理，其增长的动力源于该地区强劲的经济增

长、人口增加、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特别是在中低收

入国家，废物量不断地增加，废水成分变得越来越复杂，

甚至包括了更多的有害物质（Harhay 等 2009）。收集

废弃物并且适当处理废弃物的能力仍然落后，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产生了后续的影响。相同，农业和工业化学品

的使用以及无意识的有害物质的产生正逐步上升，导致

目前对这些影响的监督力度不足，因此，对其理解程度

偏低。

产品重新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的政策集群从源头上

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实现

其潜力。应对废弃物和化学品挑战的有效方法需要预

防方法。具有有害属性的物质需要被淘汰，并且尽可能

专栏10.12 印度淘汰破坏臭氧物质

在过去的 20 年间，印度政府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鼓

励采用对臭氧层无害的技术，包括颁发破坏臭氧层物质的

进出口执照（简称 ODS），对需要遵守《蒙特利尔多边基金

议定书》的货物免除关税，在该议定书的指导下，印度可获

得援助以淘汰破坏臭氧层物质从而转向那些不需要依赖这

些物质的技术；并停止使用这种物质的新项目。

《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下的 20 种物质中，印度占了

7 项。作为这 7 种物质的生产商和用户，印度于 1992 年加

入该条约。1993 年，印度准备了一个详细的国家项目以淘

汰耗蚀臭氧层物质，随后于 2006 年经与印度工业联盟和

其它利益相关者协商，更新了此项目。1997 年，印度生产了

将近 4 万吨的破坏臭氧层物质，主要是 CFC-12 氯氟烃和

四氯化碳（简称 CTC），当时国内消费估计达 14000 吨。到

1999 年，多边基金组织同意了 226 个项目，成本达 5800

万美元，预计从气溶胶、泡沫、二氟二氯甲烷、空调和溶剂

行业减少 7682 吨破坏臭氧层的物质。2010 年，除了将氯

氟烃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外，印度已经按照《蒙特利尔

议定书》指定的那样成功淘汰了氯氟烃、四氯化碳和二氟

二氯甲烷的生产和消费。2040 年计划淘汰所有破坏臭氧

层的物质。

破坏臭氧层物质在印度的成功淘汰被归因于上述政

策条款，同时这也与成立国家臭氧机构和获得授权的指导

委员会有关联，该指导委员会是在技术和财政常务委员会

及监测常务委员会支持下开展工作的。其他因素包括从一

开始就让印度工业界参与进来，并针对公众及受影响的行

业发起了提高意识的活动，还制定了详细的监测机制，国家

环境机构中的臭氧机构进行现场检查，以确保资金得到合

适的使用，并及时提交进展报告，使得预期影响得以实现。

亚太国家的其它相似的成功案例表明为实现《蒙特利尔协

议》的印度政策方法已经易于推广。

来源：UNEP 2010; WMO 2010; Ozone Cell 1999

针对少量使用，印度城市纳德采用了分散式废水处理系统。

©Chinch Gryniewicz/SpecialistStock

快地被更安全的选择取代。生产系统和产品需要结合

其完整的生命周期进行重新设计，从而使资源消耗、化

学品危害和废弃物产生量最小化。从整体上看，需要鼓

励更多的可持续消费模式，以便能够以最小的环境负担

提供高质量的生活。

以此为目的的数项行动正在展开。绿色公共采购被

证明是为改进的产品提供市场的有效手段，这些改进的

产品包括由回收材料制成的产品（FOEN 2008）。电子

行业生产商延伸责任制已经促进了设计的改变，在制造

商和回收者之间培养了更近的合作。在《蒙特利尔破坏

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的基础上，化学替代品方面出

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淘汰（专

栏 10.12）。避免废弃物对工业废料而言存在一定的成功，

但是对于家庭垃圾而言，存在一定的挑战。

这种政策的主要优点包括将废弃物处理和化学安

全措施需求最小化，在非法倾倒废弃物和污染方面均有

一定程度的下降。主要的缺点是一些公司可能不得不

使成本内部化，而以前这些成本可以转化到公共领域，

然而，有证据显示采用全生命周期的方法也能降低生产

成本（Barringer2003）。

关于收集系统和处理设施的政策集群旨在确保一

旦产品进入流通，就能优先考虑产品的再利用和循环

利用，而能源回收和安全处置将视为次要的理想措施。

工业和城市固体废弃物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挑战，并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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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选定的化学品和废弃物政策

要不同的方法，然而合并处理能够产生协同效应。有效

地政策干预需要覆盖所有阶段，包括有效收集系统，安

全处理设施，回收物料的市场运作。建立高环境标准的

系统成本看起来颇具挑战性，但是不采取行为的成本

也是巨大的。有效的技术可以得到广泛的使用，包括基

于传统实践的高技术解决方案和系统。例如，在日本，

每年至少要焚烧 5 百万吨的固体废弃物，用来发电和

集中供热。2000 年，日本确立了在 1997 年的基础上减

少 92% 的焚化炉二噁英排放量，而这一目标于 2003

年实现，同时 2000 多家工业废弃物焚化炉关闭。2003

年修改后的目标是到 2010 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减少

30%（MOEJ 2007;JFS 2005）。韩国特别引进了厨余废

弃物的源分离技术，这是为了对残渣进行分开处理。通

过废物处理，该政策明显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Lee 

2006）。以社区为基础的堆肥同样也被成功地引进到亚

太国家的许多城市，减少了处理需求和相关的市政成本

（ESCAP/IGES 2011）。

这些政策的主要优点包括明显直接的环境和健康

利益，以及较长时期的低浓度的有毒、有害物质的间接

或累积影响。主要局限性是循环利用为回收的物料需寻

找市场，导致过了起始阶段后，私营部门热情开始减弱。

随 着 该 地 区 所 有 国 家 之 间 的 关 系 越 来 越 紧

密，国际合作政 策集群提供了应对挑战的联合方法

（Aziz2010;Nag 2010）。这尤其与废物和化学物品相

关，因为生命周期结束了的产品和可循环使用的材料越

来越多地被用于跨境交易（专栏 10.13），而且许多化学

污染物，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简称 POPs）和水银能够

从它们的源头传播得很远。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

家正面临着特殊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制定和执行

有效的政策以解决以下问题：国际合作能够提供所需

的技术和金融资源。环境中的化学物品区域监测系统

例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全球监测项目在确认污染源和

制定有效的行动时是很有帮助的（UNEP 2008a）。

这些政策的优点依赖于合作的形式。加强废弃物和

化学品的技术和治理能力，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着明显

直接的利益。如果这些运作是在足够能力的国家而开展，

如果发给别国的货物被阻止，就能确保对有害物质进行

有效、安全的处理。完善的国际信息共享使得可追溯性

和有效预防措施包括加强控制越境货物转移成为可能。

短期 中期 长期

直接

间接

使用副产品-工业共生

收集设施和化学物品和
废物的安全处理设施

国际合作，包括技术和金融援助

防范有害物质出口到
其他处理能力不足的国家

加强风险评价和
有害化学物品监测能力

批准和执行多方环境协议 

政策框架整合了废物管理、
资源效率和化学物品安全

更多可持续产品、
服务和消费类型

废料的回收系统

处理和修复化学
污染物的新技术

废物和有害化学物质的减少

回收和资源回收 

安全处理和最终处置

实施安排

政策集群

专栏10.13 南亚拆船业务：实施一项新的国际环境协议

在正常情况下，材料的循环利用被认作是环境效益。

但在有些情况下，比如拆船业务以及电子垃圾和电池的再

循环利用、长期暴露以及发展中国家使用的劳动密集型方

法给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了消极的本地影响。自从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南亚就是全球船只拆卸和回收中心。孟加

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占据了 70-80% 的国际市场。该工

业不仅提供大量回收的钢铁及其他材料，还为最贫困地区

成千上百万的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孟加拉国的直接和间接

受益人估计就有 50 万人之多。大部分的工人都很年轻，为

男性、半文盲，他们经常住在回收厂附近的狭小棚户里，因此，

这也增加了健康问题。

过期的船只包含许多有害材料，因为在南亚，没有足

够的处理设施或者职业健康和安全措施。拆船业务被看做

是“污染避风港”工业，经常寻求环境控制较为宽松的司法

管理区。但是，2009 年，孟加拉国高院指示如果没有环境

部的许可，那么所有的拆船码头都应在两周内关闭，而且

制定了新的规定要求所有的拆船码头都要取得环境许可证

明。

意识到这些环境危险后，2009 年 5 月，《安全、环保

的回收船只的国际公约》（《香港公约》）得以通过，预计到

2015 年得到实施。一项关键要求是在回收开始前要清除有

害材料。《香港公约》要求签署国确保只有签署公约的缔约

方和具有安全工作和有害垃圾处理要求的设施条件才能回

收船只。船东需要编制有害垃圾清单，然后将其交给回收者，

因此处理废物的能力就可以得到检验。公约也指定某些有

害材料不能在新船只的建造过程中使用，因此这样就可以

避免当这批新船只报废时，上述这些问题就不会存在。

如果还想继续开展这个项务，公约将要求南亚国家修

改其法律，大举投资改进措施、设备和实施。

来源：Sarraf et al. 2010; EC 2007; Andersen 2001

孟加拉国吉大港的一个拆船码头，在这个地方工人们被暴露在重金

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中。©Pierre Torset /Stillpictures 

环境治理

全球治理目标与加强多重空间的可持续发展相关

（专栏 10.15）。4 个主要的政策集群得到确认以加速该

目标的实现（图 10.5）。能力发展、获取教育和信息对

于每一个集群的有效性而言仍然是潜在的有利因素。

政策集成和主流化集群旨在整合可持续发展职能，

该职能通常分散于不同的政府部委和机构，它们之间的

协调性较差。提高政策集成、加强不同级别政府中环境

和相关部门和机构的能力能够增加环境和发展之间的

双赢机会。这种集成不但强化了组织能力和环境部的决

策影响，考虑到潜在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这种集成还提

高了开发项目的问责制。这种集成可以通过影响评价、

监测和缓解措施主流化得到支持。

政策集成的机会包括法令、宪法修正、总统委员

会、独立的同业审议和各部内部的环境联络人（Dalal—

Clayton 和 Bass 2009;Jordan 和 Lenschow 2009）。某

种程度的主流化正在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和韩

国予以践行（专栏 10.4）。其效益包括制定了更具包容性

的管理决策程序、政策更为连贯、实施得到改进。但是，

环境议程可以被其它利益相关者冲淡，而且行业部门并

不总是热衷于以最少的环境影响推广开发性项目。

有些时候，可以通过在更适当层面水平授权以加

速实现全球环境目标（Berger 和 Steurer 2009），例如

通过权力下放和在自然资源管理中引进参与式方法（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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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14 韩国和中国的低碳绿色增长

韩国已经制定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以全面的视

野预计到 2020 年将成为世界绿色领导者，并侧重于以下总

体目标：减缓气候变化、实现能源独立，为经济增长创造新

的增长点，提高生活质量，提高国际地位。这项政策受助于《绿

色增长框架法案》和一项五年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是以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森林碳吸收和造林为目标的。

在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 12 个五年计划纲要中

（2011-201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中国置于在一条更可

持续发展和低碳发展的道路上。其具约束力的目标是将能

源强度减少 16%，碳浓度减少 17%，森林储蓄量增加 6%，

森林覆盖率相比较于2010 年的水平要增加1.3%（Lommen 

2011）。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促进政策集成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绿色增长的方法（ESAP 2005）是本地区的一个倡议，

该方法将环境可持续性问题进行统盘决策，其目的在于提

高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率，将资源利用和消极环境影响最小

化。这一概念被看作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

来源：ESCAP 2011a

图10.5 选定的治理政策

栏 10.15）。授权需要与合适的预算授权、人类资源、能

力建设和汇报机制连接，以确保有效性和公众的支持

（Jordan 和 Lenschow 2009）。

在上游计划阶段，单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一系

列项目的累计影响评价、政策的战略环境评价、计划和

项目都提供了重要信息（World Bank 2006）。最终，

最为理想的是能拿出全面整合的可持续性评价（UNEP 

2009b）。其效益包括降低由于环境破坏给人类健康和

生活带来危害的风险；保护资源；提高环境保护措施的

成本效益。另外，未来修复成本的减少，政治上对预防

和修复措施的接纳以及更好的机构合作都是有益的。

评估面临着一些技术局限性，因此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利

用，有时候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较薄弱；只有政府承诺确

保上述变化合规并予以实施时，影响评估才会有效。

强化激励措施结构的政策集群侧重于合适的定价

机制。现有的许多国家财政激励结构不能对环境和社

会外部性负责，对可持续性而言仍然是一个障碍。完

善财政激励结构能够帮助加速经济的绿化，从而推动

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双重目标（OECD2011; 

ESCAP2010, 2005）。环境税的实施能确保经济和环境

在印度，大约有 2200 万公顷的森林用于联合森林管

理项目，其中森林边缘的社区组成了超过 10 万个委员会

保护国有林场，作为回报拥有森林资源股份（MOEF2009a）。

与严格的立法相结合，反对任何处于非森林目的的森林

土地使用。在多年的毁林活动后，这些措施已经帮助稳定

森林覆盖率（MOEF2009b）。宪法修正案已经建立了鼓

励参与的其它激励措施。该修正案授权和当地政府权利

下放到各个地区、片和村（MLJ 2011）。在尼泊尔，超过

14000 个森林使用群体可以获得薪材和饲料，也提供额

外的创收机会（DoF2011）。

专栏10.15 参与印度和尼泊尔地区的自然资源
管理

在尼泊尔乌勒瑞的安娜普尔纳山村的山坡梯田，以社区为基础的森

林管理为当地人民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Christoph Achenbach/

iStock (p279)

双重红利，通过强调从向“好人（劳动力）”征税转向对

“坏人”（不可持续自然使用和污染）征税（UNEP2011; 

ESCAP2005）。这种转换能够帮助转变经济刺激结构，

从而支持环境友好活动，因此减少经济效益和环境质

量维护之间的权衡。为了取得成功，这需要被视为一一

揽子政策予以执行，还要包含政治可接受性的宣传运动

和对弱势群体的足够保护。

问责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集群解决了整合的任务，

其也受到信息收集、存储和共享及其获取渠道（例如要

求工业关于环境和社会绩效进行自我监测和自我报告）

的支持。同时，上述获取渠道也使得非政府组织能够独

立地监测信息。要求进行环境监测的政策选择为决策

提供了有用信息。阳光法案使得人们能够监测公、私绩效，

同时需要合规和执法行为，正如《亚洲环境合规和执行

网络》所推广的那样（AECEN 2011b）。信息获取促进

了公众在决策时的参与，帮助避免了错误和未来成本，

增加了政治接受补救措施。信息披露政策为决策提供了

良好的基础，确定优先级和制定具有成本效益的战略。

其局限性包括收集相关和可靠数据的困难，对数据共享

潜在的敏感性及数据管理的长期资本。

要求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政策对实现选定全球

目标也是有必要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优点是提高

环境绩效，弱势群体可以参与纠正环境危害或消除潜在

的风险，各方对特殊行动的成本和效益都有更好的理解，

决策得以改进，政治意识和积极参与得以提高、跨行业

合作得以改善。有时机构习惯利用更多的权力抵制利益

相关者更多的参与，因而公民社会的均衡作用是十分必

要的。在该地区中，政府监测职能可以获得公民社会的

良好补充，尤其是治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合规和执法集群包括环境法律和法规。仍不完美

的市场、集体行动问题和对公平的关切是亚太地区环境

问题的特点。因此，最后的政策集群就专注于环境正义

的获取，描绘了亚太地区许多的环境问题。政策覆盖了

命令 - 控制、标准设置、监测和报告，对环境犯罪行为

的调查和检查、建立环境警察和“绿色”法庭、培训环

境法官和检察官这一整套措施。例子包括《孟加拉国环

保法庭法》、越南环境警察部队、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

的绿色长凳，最近在印度建立的绿色法庭以及印度尼西

亚和新加坡用来和腐败作斗争的监管措施。

阻止和推迟潜在的环境破坏或风险活动的优点是

在产生了破坏的地方予以解决，如果风险得以减少就节

约了未来的补救成本，从而最终增加了社会资本。专门

法院是很重要的，因为减轻了执行机构的重担，使冲突

得以解决，而政府机构则有执行的义务。绿色法庭的建

立源自流行的环保活动和国际公约。其局限性在于通过

程序做出的决定不是总能得到执行，在刚刚成立的执法

机构和现有的行业机构间可能出现潜在的司法冲突。法

庭程序也许漫长而昂贵，因此这就有效地排除了弱势群

体和贫困的个人。



第二部分 政策选择 第 10 章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281280

向 低 碳 社 会 的 过 渡 要 求 对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统 的 大 规 模 投 资。

©Chinaface/iStock

效益和局限性

政策分析中对效益和局限性的主要考虑如下：

●　经济和金融方面；

●　社会；

●　环境；

●　政治和制度；

●　分配

一般情况下，这里识别出的优先政策涉及初始成本，

这在亚太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巨大的障碍，其优先投资

领域指向了经济增长和减贫而不是环境目标。所谓的容

易够着的果实，比如相对容易实施的能源高效使用措施

在许多国家仍在等待果熟蒂落，但是可能无法实现有助

于达到全球目标的结构变化。例如，向低碳社会的过渡

拥有多重协同效益，但是它需要在新的、可再生能源系

统中进行大量投资，这在目前环境中不是最便宜的选择

（ADB 2009b）。除此之外，采用能源节约技术面临的

障碍是多方面的。挑战是要改变环境，比如通过取消矿

物燃料补贴，创造环境以使可再生能源在同等条件下可

以和煤、油竞争。在转让技术以减少这种过渡的成本时，

持久的技术开发和合作是有必要的。

优先政策的社会影响越来越被忽视，这还不如经

济问题受到的关注多，但是它们共同的主题是改进的信

息获取、利益相关者、执法、性别平等、获取环境正义、

平等和利益共享，都将有助于向可持续发展的过渡。对

于贫困家庭的安全网和补偿—例如遭受取消补贴的劣

势时—仍是政策组合的一部分。主要的障碍是不平等

的权利、精英的优势、冲突的社会和私人价值、炫耀性

消费的吸引力和精神力量。合规和执法问题从家庭到行

业层面都很普遍，政策引发的转型中家庭成本上升及其

对夕阳产业的就业影响都会阻止进展。对具有风险地区

内的脆弱社区进行重新安置同样也代表了一种挑战。

所建议的优先政策的政治和制度后果十分关键，

因为常规的制度无法使这种政策组合得以有效实施。

从推动绿色经济的要素中我们观察到了政治效益，绿

色经济可以保证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环境

效益。相应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很好地说明了

这一点，比如韩国和中国这类国家就引领了世界绿色刺

激计划。但是，政治上的缺点反映在对成为先行者的担

忧上 - 比如通过征收碳税以应对气候变化 - 将会对那

些落后者产生不公平的优势。国际协调、政治远见和勇

气和选民的支持在克服这种恐惧和成为绿色先行者中

是必要的。

制度变迁被普遍认为是增量边际的小打小闹行为，

而不是全心全意的改革。例如，亚洲及太平洋的许多国

家已经将气候变化责任添加到现有的环境机构上，而非

寻求广泛的制度改革以求在所有现有机构内将气候变

化主流化（IGES 2008）。次区域机构例如 ASEAN 生物

多样性中心和 ASEAN 能源中心得以创建，但是没有融

资保障以支持它们的授权得以实施。整体上而言，好像

亚太地区的制度改革是特设的而不是系统化的。

优先政策确定了谁输谁赢，对其分布影响几乎没有

在亚太地区开展过任何调查。在能源部门，化石燃料行

业将会失去市场份额，而领先的公司可能最终将过渡到

替代能源上。关于生物多样性，新的融资安排比如生态

系统服务付费包括 REDD+ 表明传统依靠森林为生的

社区应该会受益，但是存在强大的团体操纵这些计划，

从而使得传统用户成了失败者（Bosetti 和 Lubowski 

2010）。在淡水行业，农业将会被城镇和工业水资源用

户取代，因为他们准备支付更高的费用（Dinar 2000）。

PES 系统的可行性包括 REDD+，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必要的支持和

促进当地人类和当地社区的权利。©Lee Thomas/iStock

在废物回收方面，传统的废物收集者和非正式部门将

会被更正规化的废弃物管理取代，因为内嵌在废物中

的材料资源的价值上升，这是对原材料缺乏状况的响应

（Medina 2007）。

成功政策的转移和复制

大多数成功的政策仅在为数不多的国家都取得了

显而易见的成功，一些政策只是在发达国家取得成功，

其它的只是在大的经济体内取得成功。这部分的目的是

分析所建议的优先政策是否可以很容易地跨界转移和

复制。如果这些政策只是因为它们必须依赖并不适用于

大多数地区的环境而无法转移的话，它们也就不太可能

加速实现所选定的全球目标。涉及的因素包括：

●　有多少国家已经实施了这种政策；

●　自从首次被引进，这些政策多久就被多个国家

采纳的；

●　说服私营部门这种政策对他们的业务无伤害，

这样做的容易程度；

●　政策是怎么有助于协同效应的产生的，这使得

这些政策更易被接受。

内部复制—纵向和横向整合

亚太地区的政策响应越来越需要采用跨行业的方

法。即使在一个部门推荐的优先政策的识别有助于集

中注意力，也需要采取政策干预措施一同时应对所列出

的多项环境挑战。补充政策包需要互相结合以在各行业

间达到理想的环保效果。例如，气候变化的环境治理不

应该与水资源治理相分离，水资源的环境政策不能与农

业和食品安全相分离，因为这些问题和气候变化之间是

互相作用的。一般来说，用于加强社区适应和应对不安

全水问题的能力建设政策通常可以促进其对气候变化

影响的适应。例如，在上游流域，小型水库的修建能够

为下游村庄提供更高的水资源安全，也能应对干旱和控

制洪水并与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绝不会远离其他驱

动力及环境变化导致的压力而单独产生影响，而往往是

加剧现有变化带来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当今看似优先

的干预政策也许从气候变化的观点看并不那么合适，因

此需要不断从经验以及灵活和适应性管理中学习。

外部复制—跨区政策转移

亚太地区采用的许多政策都有它们的来源和在其

他地区（经常是欧洲和美国（表 10.2））的初步试验。该

地区实施的许多政策未获成功可能是因为过度乐观地

认为只要是已在发达国家发挥了作用，那么在一个发展

中国家它也应该发挥作用。例如，在美国，强大的命令 -

控制政策制度用来管理空气和水污染，包括标准设置，

颁发许可证和起诉罪犯，在亚太的发展中国家就不能

发挥良好（AECEN 2004）。如果政策建立在自愿合规

基础之上、对污染者进行表扬或批评以施加社会压力

并对被害人进行补偿，也许更适用于该地区的社会 - 文

化环境，然而有效的措施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为有效政策创造有利环境

上述分析中的一部分涉及有利因素或阻碍因素，这

些因素导致了具体政策的成功或失效。本节从先假设政

策只有被实施时才是好的政策。理论上，辉煌的政策多

半是复杂并且难于实施的，因此这些政策不易被转移或

者不易跨越国界被复制。

从成功政策转向政策和促成条件

只有当基础条件和情境得到理解时，确定哪些政策

可行哪些不行才有关联性。越来越多的政策研究识别

出了得以带来政策变化的因子（Huitema 和 Meijerink 

2009）。许多人都批评为什么南亚灌溉区的政策变化如

此缓慢（Mollinga 等 2003）。相应地，审视一下看哪些

政策没能得以完成，哪些政策得以实现是很有帮助的

（Urs 和 Whittell 2009）。

填充政策真空：市场和民间团体的角色变化

最后，审视参与方的变化非常重要，比如国家、市

场和民间团体。国家越来越多地留下了政策真空，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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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政策 可转让性考虑 现有的或潜在的政策转让案例

气候变化

清洁能源政策：可再生能源 资源禀赋和当地需求可能影响可

转移性；技术能力也许在一些国

家受限

●　马尔代夫：减缓行动，到 2019 年实现碳中和（专栏 10.7）

●　孟加拉国：可再生能源技术项目（Mondal 等 2010）

●　APEC：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融资工作组（APEC 2007）；

●　能源基础设施融资的最佳实践原则（APEC 2008）

能源效率政策：提高建筑、交通和

农业的效率

减少能源需求很难转移到经济高

速增长中，例如中国和印度

●　柬埔寨：金边（ADB 2009c）

●　菲律宾 :（IFAD 2011）

技术转让和推广 薄弱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可能

局限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转移

●　中国：黄河流域（专栏 10.1）

●　韩国：汉江用水收费计划（HREO 2011）

财政政策：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清

洁发展机制和适应基金；修改关税

或矿物燃料补贴取消；合作伙伴关

系

不同的税收制度和补贴的态度，

加上政治约束可能会限制可转移

性

●　中国：CDM—积极的可持续的方法（orld Bank 2004）

●　CMD—附加值的方法（World Bank 2011）

●　日本：东京的限额和交易程序（Nishida and Hua 2011）

为私营部门行动提供激励机制：上

网电价；公司伙伴关系

关于私营部门的政治观点可能限

制某些国家的可转移性

●　上网电价已经在澳大利益、中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蒙古、巴基斯坦、

菲律宾和泰国（IEA/OECD/World Bank 2010;ADB 2009c）

适应政策：集成气候变化适应和灾

害管理；发展规划主流化；强制的

气候防护措施

一般情况下，可转移虽然很难实

施，是因为跨部门的协调不佳

●　萨摩亚：沿海基础设施管理（World Bank 2009）

●　汤加：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国家行动规划（Hay 2009）

土地使用和林业管理 一般情况下可转移；主要的国际

兴趣在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

致的排放量；需要当地支持

●　印度尼西亚：与挪威的毁林协议（ADB 2010）

●　中国：再造林项目（Zhang 等 2010；SDPC 2000）

●　澳大利亚：西部的阿纳姆地火减排（NAILSMA 2011;FAO 2010

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 新的经验表明，概念是可以转移

的但需要良好的治理，包括利益

相关方和用户之间的不同层面的

良好联络，这对 PES 的成功建

立是强大的先决条件

●　越南：森林环境服务补偿（PFES） （PFES）在林同省（Winrock Internaitonal 

2011; George 等 2009）；REDD+， ；透明，公平和负责任的利益分配制度 

（UN-REDD 2011）

●　PES 潜力和局限性在东南亚大陆作为管理流域服务的一种手段

确保遗传生物多样性开发的利益归

于传统的栖息地管理

《名古屋议定书》的 ABS 潜在

影响可能还不知道，但是它被认

为是很重要的协议，将会纠正股

权问题，这与遗传资源的商业使

用和相关传统知识有关

●　ASEAN：东南亚国家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益分享（ACB 2011pp.7-24

提高保护区管理，将土地使用变化

最小化，特别是毁林

尽管这些政策可以轻易被转移，

但是有效地管理比起保护区声明

而言，是很难转移的

●　东南亚：保护区和湄公河下游的发展（ICEM 2003）

●　东亚：保护区的 CBD 项目工作和东亚区域行动规划（IUCN-WCPA 2011）

●　印度尼西亚：跨境烟雾管理（ADB 2008b）

淡水

使用适应性管理和水资源综合管理

（IWRM）

可转移性依赖于地方机构和强烈

的政治意愿

●　中亚：费尔干纳山谷 IWRM 管理（IWMI 2008）08)

为了更好的水分配，推广以社区为

基础的管理

包容性水管理制度；官僚 / 政治

支持水部门的公众参与

●　印度：安德拉邦 (Gupta 2010; Narain 2003; Ballabh 2002; Mollinga 

2001;Parthasarathy 2000; Shashidharan 2000)

鼓励雨水收集 / 暴风雨管理以增加

和提高水储备

依赖于解决人类水资源基本需求

的政治意愿

●　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政府 2007）

●　澳大利亚（Meinzen 2009）

●　印度的州（雨水收集组织 2011）

支持农场水坝的建设和翻新现存得

到的大坝，以增加和提高水储备

获取创新型技术，水可用，灵活

的储藏系统，合适的融资机制

●　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重新建立现存水库（专栏 10.10）

●　柬埔寨和菲律宾（IFAD 2011）

表10.2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优先政策的可转让性 优先政策 可转让性考虑 现有的或潜在的政策转让案例

利用经济手段和方法提高水资源使

用效率

可转移性依赖于每个国家的经济

环境，用户能力、支付的意愿和

支付安排的制度建立

●　中国：配额和黄河价格改革（专栏 10.11）

●　柬埔寨：金边（ADB 2009c）

●　菲律宾 :（IFAD 2011）

纳入生态系统的方法 / 环境流量概

念与水资源管理

机构和当地人之间的协调机制是

有必要的

●　中国：黄河流域（专栏 10.1）

●　韩国：汉江用水收费计划（HREO 2011）

采用政策框架促进废物避免，减少

有害化学物品的生产和使用

可转移性依赖于复杂管理的制度

能力

●　日本：3Rs 策略和措施（UNEP 2011）; 环境绩效评论（OECD 2010）; 化学物质

控制法

●　中国：循环经济促进法（UNEP 2009c）

建立系统和基础设施，产品再循环

使用和材料回收，刺激回收材料市

场；包括副产品工业和消费后垃圾

可转移性依赖于废物来源分离的

政治意愿；拥有大型正式的废物

处理部门的国家需要定制方法以

避免社会的消极影响

●　日本：良好的材料循环型社会（MOEJ 2010）

●　韩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韩国政府 2011）；有害废弃物管理（Yoon 等

2008）

为不能回收的有害废物和化学物品

建立安全处理设施，不管是在国家

水平还是次区域水平，更加注重发

展中国家及其他经济转型国家的需

求和环境

一般讲，可转移，但是对于发展

中国家而言，需要技术和资金支

持

●　印度尼西亚：泗水集体堆肥（IGES 2008）

●　日本：北九州环境清洁倡议（ESCAP 2011b）

强化国际合作；包括技术转移和金

融支持，信息共享和政策转移

一般讲，可转移，南南合作的潜

力巨大，但是可能需要外部设施

●　巴基斯坦：害虫处置（ADB 2008a）

强化不合适的有害化学物品和废物

的进出口控制系统

可转移性大部分依赖于政治意愿

和政策有效实施的能力

●　中国：进 / 出口，电子废弃物管理和处置（BCRC 2010;UNEP/SBC 2009

治理

政策集成和主流化；根据使用原则

采用分散化

可转移性依赖于政府机构的意

愿，需要行政支持；分散化一般

依靠当地制度能力

集成

●　萨摩亚、汤加和其它太平洋岛屿国家（ESCAP2011a）

●　中国：全国发展改革委员会（ESCAP2011a）

●　韩国：绿色增长总统委员会（ESCAP 2011a）

可转移性：

●　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有最近经历

分散化

●　东亚：次国家地方收入（World Bank 2005 年第 6 章）

强化刺激结构：绿色财政政策，支

持性的财政激励；自然资本投资

良好的金融管理机制一般是可转

移的

●　韩国、日本、不丹、新加坡、香港

问责制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多方利

益相关者参与；透明度；信息披露

和访问

使用土地集成的国际方法在与腐

败作斗争中有效；信息可能需要

被解释，以及被翻译成当地语言

●　新加坡：打击腐败的制度安排（UNDP 2005）

●　印度尼西亚：打击腐败的制度安排（UNDP 2005）

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

●　印度尼西亚：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DNPI 2011）

●　尼泊尔：气候变化委员会（尼泊尔政府 2009）

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　OECD 国家（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OECD 

2006）

●　菲律宾：成功案例（PCSD 2011）

●　韩国：绿色增长总统委员会（ESCAP 2011a）

●　柬埔寨：部际绿色增长工作组

●　印度：规划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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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世界 23 个超过 1000 万居民的巨型城市中有 12 个在亚洲。©Samxmeg/iStock

场或者民间团体可能干预以填充真空。例如，在亚太地

区对许多城市水供应不足的一个响应是水市场的日益

普及—私营主出售安全水—钦奈和加德满都等城市就

能看到这一现象。水市场私有化可以提高效率，但是法

律应该到位以预测和限制垄断。

在面对平衡增长、减轻贫困、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

挑战时，改善治理需要优先解决宏观经济层面的环境关

切问题，尤其是要注重经济增长的模式和经济体制改革

（ESCAP/ADB/UNEP 2012;UNEP 2011）。环境仍然是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环境脆弱或被妥协，那么可持

续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支柱也将被破坏。通过允许协调

效应、辅助成本和环境外部性纳入社会和经济决策中，

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将会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成为主

流。认真地监测政策决定的实际结果、持续地调整、所

有利益相关者的全面投入是适应性管理方法的主要内

容。最近促进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的努力表明开始转

型的时机已经成熟。

结论

所推荐的政策或政策集群未能成功实施，这对采

纳这些政策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案例，因为要扭转环

境退化和自然资源不可持续利用就必须要改善环境治

理。本章不仅识别了一些推荐的政策，也确认了治理安

排的变化。当实施跨部门 / 跨境政策转移和快速复制

时，这些变化对它们自身是很有用的。对于上述分析过

的一些优先政策具有了足够的经验，可以使之更快地予

以复制，但是不同的治理环境以及亚太地区多样的环境

有可能成为这些政策被采用的障碍。每项被推荐的优

先政策或政策集群在实施的过程中均遭遇到了诸多的

局限因素，因此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些挑战。在将政

策转移到新司法管辖区时，在做出具体的推荐前我们要

开展额外的基础研究。然而，仍然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

更快地吸收最佳实践政策，希望本章能将该区决策者的

注意吸引到这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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